
复数的数字人文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数字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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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信息时代，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媒介与相应的一整套方法及知

识话语已经渗透进以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和出版为代表的知识生产系统中，改变着学

术研究的对象、相关知识和合法性边缘，也由此产生了应用于人文研究的、新的数据工

具、资源以及相应的机构和体制。这是一场变革，以印刷术及书籍为物质基础和认识

论前提而建立起的印刷知识生产体系，正在向以数字技术和电子终端为物质基础和认

识论前提的数字知识生产体系转变。“数字人文”成为一种数字时代人文学术知识生

产的重要内在驱动力。西方的数字人文发展，过程较长，充满了争议，而中国数字人文

学界如何在后发的时空框架中以西方已有的经验为参照，发现中国语境中数字人文的

核心问题及理论体系，建立中国本土化的数字人文理论框架及实践路径，就成为比较

视野下中国数字人文发展探索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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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especially the computer-based digital technology，

the media and the corresponding set of methods and knowledge discourse have penetrated
into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system represented by higher education，academic research
and publishing，which is changing the object of academic research，th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its edge of legitimacy，and also produced new data tools，resources and the related in-
stitutions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This is a change that shows the printing knowledge pro-
duc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materials basis and epistemology of the printing and books is
transformed to the digital knowledge produc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materials basis and
epistemological premi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electronic terminals． “Digital
humanities”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ternal driving force in the production of humanities
academic knowledge in the digital 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in the
West，it is full of controversy，and how to use the experience of the DH in the West as a
reference to find the core issue of digital humanities in China or Chinese studies，and estab-
lish the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localiz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theory in Chi-
na has become a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China’s digital human development exploration
in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Key words: China’s digital humani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cyber-infrastructure; inter-
disciplinary
作者简介: 陈静，博士，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高研院数字人文创研中心成员，硕

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文化和媒介研究、新媒体、数字人文。电子邮箱: cjchen@ nju．

·41·

中国比较文学 2019 年第 4 期 ( 总第 117 期)

DOI:10.16234/j.cnki.cn31-1694/i.2019.04.003



edu．cn。此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美学经典及其在中国传播接受的比

较文献学研究”( 项目号: 17ZDA021) 成果之一。

比较何为? 在一个新兴领域尚未得到全面、深入发展的时候，就对之
进行一种回顾性的比较，况且还是在一种颇有人为、武断且不科学色彩的
“中西”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下，是否合适? 其合理性何在? 若回溯数字人
文发展、繁荣的这短短十多年来( 以数字人文正式改名算起) ，我们会发现
有关数字人文的反思性争论持续不断，而且常常以比较的方式出现。比如
在有关数字人文名称的讨论中，就有关于“数字人文”与“人文计算”的比
较，讨论前者如何对后者取而代之; 在对数字人文的价值质疑中，“数字人
文”学者反复被质疑的就是如何能突破“传统人文”所能达到的高度，得其
不能; 在面对有关“数字人文”是一群野心勃勃的掘金者为攫取资源所打
造的幻象之质问时，数字人文学者则一再高呼不会技术的守旧派将在技术
的洪流中被社会淘汰。诸如此类的争论，持续不断。这些争论中尽管有很
多来自数字人文外部的批评，但也有内部社群因为合法性焦虑而引发的建
设性反思。但无论是哪种争论，体现的都是数字人文作为一种基于数字知
识生产范式在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的同时，也在持续地自我发展，逐渐建
立起合法性身份、合理性内涵以及反思性自省。然而，如何在全球范围内
评价数字人文这种新的知识生产范式的有效性? 其合法性、合理性是否在
全球多样性语境中同样成立? 其结果是否能为“数字人文”带来不一样的
批判性反思? 这些都成为本文的一个起点，以比较为策略，在中国语境内
来对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的数字人文进行审视，对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新的
知识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和巨大潜力进行说明。本文特别提出，

在大数据、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双一流建设和“新文科”背景下，数字人文
将有助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实现从印刷知识型向数字知识型转变，并构建
与国际人文学术进行对话的新格局。

一、作为数字知识生产转型期的“数字人文”

在全球信息时代，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媒介与相应的一整套
方法及知识话语已经渗透进了以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和出版为代表的知识
生产系统中，改变着学术研究的对象、相关知识和合法性边缘，也由此产生
了应用于人文研究的、新的数据工具、资源以及相应的机构和体制。从微
观来看，人文学者除了利用计算机及文本处理软件写作、数据库查找资料、
社交平台营造社群以及搜索引擎查询信息外，也都开始使用包括计算、统
计、GIS、可视化、多媒体等数字技术和方法，对文本、图像、声音、实体对象
等等传统人文科学研究对象进行多角度再现、分析与再创造，生产出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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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新型学术成果。而从宏观来看，我们可以将这样一场变革描绘
为以印刷术及书籍为物质基础和认识论前提而建立起的印刷知识生产体
系正在向以数字技术和电子终端为物质基础和认识论前提的数字知识生
产体系转变。西方学界从 1960 年代开始就对这场知识生产转型进行了一
系列的讨论。比如从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马克·
波斯特( Mark Poster) 、斯坦利·费什( Stanley Fish) 到乔治·兰道( George
Landow ) 所开启的信息批判理论，尤其是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与信息技术
的融合反思; 如弗德里克·基特勒( Frederich Kittler) 、沃尔夫冈·恩斯特
( Wolfgang Ernst) 、艾瑞克·胡塔莫( Erkki Huhtamo ) 、西格弗里德·齐林
斯基( Siegfried Zielinski) 等学者从媒介哲学、媒介文化、新媒体研究和媒介
考古学等方面开展的媒介本体、媒介和文化、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 亦
或是由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杰·戴维·博尔特( Jay David Bolt-
er) 、理查德·格鲁辛( Ｒichard Grusin) 、列维·曼诺维奇( Lev Manovich) 、
马克·汉森( Mark Hansen) 和 N·凯瑟琳·海尔斯( N． Katherine Hayles)
所致力的新媒体研究、电子文本研究等。这些理论脉络共同绘制了一个信
息时代的知识生产转型期的丰富图谱，其中人文学者如何在信息方式变化
了的社会语境中重新构建一个知识系统，如何从信息技术、媒介、新媒体和
数字媒体的角度来探寻作为主体的人是如何认知、思考和传播知识等问题
成为了新一轮知识系统 /体制构建场景中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自 1990
年代以来，作为知识存储和传播最主要方式之一的图书馆在大力发展基于
数字技术的数字图书馆( digital library ) 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图书馆在科研
技术中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实践。比如在美国高校图书馆开始普遍流行的
数字学术( digital scholarship) ，就凸显了图书馆对多学科的研究人员进行
快学科合作这一日益增长的需求的积极回应( 筱雪、胡琳悦等 13; 周力虹、
原源、韩滢莹 82) 。而作为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结合的典型代表，数字人
文可以说纵横贯穿了各个人文研究及数字技术的领域，从个人学者到理论
建构，再到技术研发和资源建设。尽管直至今日，“数字人文”都并没有形
成一个公认的明晰定义，亦或是特定的某些群体性特征，但“数字人文”已
经普遍被接受为一种在一定群体内具有共识性的自我身份认知，一种新的
科技发展生态环境中的人文学术发展的新路径，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数字
生产转型期的范式形态。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数字人文就能取代传统人文研究。事实上，对数
字人文的争论在近 10 年以来一直络绎不绝。数字人文经由早期的文本批
评( textual critics) ，尤其是电子编辑( electronic editing ) 与“人文计算”( hu-
manities computing ) 所开辟的两种范式，形成了一个具有丰富、多元且复杂
的开放谱系格局，其内涵与范围都处在一个不断地被定义、被争论、被批判
从而再被定义的过程中。随着研究边界的日渐扩张，参与者队伍的日益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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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学和科研机构的迅速增多以及出版成果的井喷式出现，都持续为数
字人文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但也同时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议和讨论。
这些论争不仅发生在数字人文外部，也发生在数字人文的内部; 既发生在
推特、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或者像博客、新闻媒体和开放获取的电子书这
样的网站平台上，也发生在讲座、会议这样的学术场合，或者报纸、书籍和
期刊等传统出版物中，常常可以看到各个学科的学者们、文博档馆员们、计
算机工程师、统计学家、设计师们在文字间唇枪舌战、刀光剑影。这些议题
既包括量化方法施用于人文研究的正当性及合理性( Nan Z． Da、Ted Un-
derwood、Ｒichard Jean So、Hoyt Long ) 、数字人文是否是对科学和算法的
迷恋( Timothy Brennan、Eric Weiskott、Alan Liu) 、数字人文所具有的学术
价值( Stanley Fish) ，还包括对数字人文从业者的身份确认的疑问( Stephen
Ｒamsay) 、数字人文与文化及媒介研究的关系( Alan Liu) 、数字人文与种族
和后殖民主义的关系( Tata McPherson、Ｒoopika Ｒisam) 等。在数字人文的
社区内部，还有过这样一个项目，试图讨论数字人文学者到底在干什么。①

结果却引发了持续 3 年的在线讨论，甚至作为历史文献收录到了印刷文本
之中。但所有这些，也都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数字人文作为广泛获得关注、
接受和质疑的新的学术领域，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值得重视的强大
力量，并且愈来愈深入地进入到学术生态、知识生产的核心之中，成为一种
数字时代人文学术知识生产的重要内在驱动力。

二、参照系: 西方数字人文发展

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学术世界中，数字人文所涉及的议题和领域已
经非常广泛。苏珊·霍基 ( Susan Hockey ) 、威廉姆·马克卡特( William
McCarty) 和哈罗德·绍特( Harold Short) 等人都曾以英文出版物及学术发
表为主，从历史和学科结构的角度揭示“数字人文”涉及多个学科，比如语
言学与文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哲学、神学与宗教研究、历
史学、心理学、工程学、艺术与人文、文化研究等( McCarty ＆ Short 188) ; 研
究议题具有交叉性，比如高瑾就指出，目前数字人文研究呈现出“学科技术
应用与回顾、数字人文技术探索、文本分析与作者研究、不同语言的计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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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9 年，一个名为“数字人文项目的一天”( the Day of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 、旨在聚

集全世界数字人文者的社区营造项目在线开放，从“计算人文学者到底在干什么?”的问题开始，

引发了在线社群中持续 3 年的对于“数字人文”定义的论争。正如 Melissa Terras，Julianne Nyhan，

Edward Vanhoutte 在《定义数字人文读本》( Defining Digital Humanities: A Ｒeader ) 中所说的，这场

论争其实在最后都并没有形成一个普适性的定义，更多的是体现了数字人文者们有关“数字人文

应该是以及可以是什么”问题的思考范围。但就读本中所选择的部分内容来看，很多内容都涉及

到了数据、数字技术、新媒体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传统人文研究及人文研究所面临的转型困境。



言研究 4 个子分区研究”领域( 3) 。在数字人文项目运作及机构设置方
面，国外高校中的数字人文机构多数是以中心的方式存在，有少数是以研
究生教育项目或者系出现。这种中心往往会跨越专业和学科的限定，强调
跨学科合作及多学科的参与，且往往学校本身会提供一定的技术人员，尤
其是图书馆馆员及相关的技术专家参与其中。而从数据资源、工具及技术
开发等“硬件”和“系统”资源来看，因为 1990 年代以来西方对于人文社会
科学的“研究基础设施”(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①的日益重视( 其中也包括
了上文提到的数字图书馆和数字学术等) ，新一代研究基础设施———“网
络基础设施”( cyberinfrastructure) 在过去 10 年间引发了一场杰弗里·洛
克威尔( Geoffrey Ｒockwell) 称之为“基础设施转向”的革命。与之前的人
文基础设施相比，数字人文的网络基础设施更强调融合性、合作性以及新
兴的研究形式所具有的分散性特质，同时与科学—技术导向或者驱动的基
础设计建设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这个差异在一些西方的数字人文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的成果上有显示，比如在 1990 年代数字人文“新发展”阶段
( 霍基语) 出现的文本编码倡议( TEI，Text Encoding and Interchange) ，都是
开源编码编辑语言协议，通过开放、协作和分享，使得多种类型的文本编辑
与标记在更大的学术范围内得以施用，同时，个人学者又可以根据具体项
目的特殊性对 TEI 标准进行修订和改进，促进了语言的丰富性和更大的适
用性。类似的项目还有弗吉尼亚大学的杰米·麦甘恩( Jerome McGann)

牵头建设的罗塞蒂档案( The Ｒossetti Archive) ②和 19 世纪电子学术网络
基础设施项 目 (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 for Nineteenth-century Electronic
Scholarship) ③，都是从数据资源建设开始，以人文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规范标
准对人文文献进行收集、数字化、清理和分享，大大减少了获取数据的成本，

也因此促进了以学者为主的数字人文研究的普及和推广( McGann 60) 。近
几年来西方学界对于网络基础设施也有了进一步的讨论，其中主要着力点就
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问题。乔安娜·朱可就很明确地指出:

对于开展学术活动的新环境的设计工作不能留给技术人员以及图

书馆专业人才。图书馆在规划和构想保存、使用甚至创造学术资源的方

面是至关重要的伙伴。有同样作用的还有那些技术专业人员。但如果

用盖房子来打比方的话，他们就是建筑师和施工队。创造档案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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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美国多称为“网络基础设施”( cyberinfrastructure) ，在欧洲和澳大利亚称为”e-科学”
( e-science) ，在加拿大则称为“研究基础设施”(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

罗塞蒂档案 The Ｒossetti Archive，http: / /www ．rossettiarchive．org /。
19 世纪电子学术网络基础设施项目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 for Nineteenth-century Elec-

tronic Scholarship，https: / /nines．org /。



工具以及对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的综合数据( aggregate data) 进行统计分

析的一系列工作只能由一个汇聚了技术、专业和学术的个人专家团队来

执行，［……］建立学术模型是一个智识上的挑战，而不是技术的。①

朱可所谈到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究竟谁是数字人文学者、谁又来主导数
字人文研究的问题。关于前者，西方数字人文学界已经有诸多讨论，包括
上文提到的洛克威尔、朱可在内，还有斯蒂夫·拉姆齐( Stephen Ｒamsay ) 、
杰佛瑞·施纳普( Jeffrey Schnapp) 、托德·普莱斯勒( Todd Presner) 、彼
得·路勒福尔德( Peter Lunenfeld) 等人都发表过颇为激进的宣言，要求数
字人文学者必须会写代码，必须建造某种东西的标准，引起了极大争议。
他们中的部分人在《数字人文宣言 2．0》中更提出了一种普遍性的数字全
球主义的观点，倡导用“数字的工具、技术和媒介”来实现学术话语的结构
性调整，改变已有的知识系统、生产与传播方式:

印刷不再是一种知识生产及( 或) 传播的唯一或标准媒介; 相反

地，印刷发现自身被吸收进了新的、多媒体形态之中; 而数字的工具、
技术、媒介则深刻地改变着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的知识生产与传

播。数字人文寻求在世界中发挥首要作用。在这个世界中，是大学，

而不再是知识和文化的独家生产者、管理者或者传播者，被号召起来

去为当下新兴的公共领域中的学术话语打造天然的数字模式，去树立

这些领域中的卓越和创新，去实现全球和地方的即时知识生产、交换

和传播网络形式。②

当然这种对数字人文应当由学者来引导、而数字人文学者必须具备一
定技术技能的要求，一方面呈现了研究问题及学术导向在数字人文中的重
要性，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数字知识生产对跨学科合作生产的
要求。事实上，从这些年来看，跨学科、多学科协作已经成为数字人文一定
程度上的“标配”。很多数字人文的中心和团队都是数据分析人员、图书
馆员、计算机专家、设计师及人文学者共同参与，这些人往往要求能在项目
框架内对人文研究目标、技术实现方式和跨学科工作流程达成共识。比如
曾经主编过数字人文里程碑著作《数字人文指南》( A Companion to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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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参见 Drucker，Johanna．“Blind Spots: Humanists must plan their digital future”． Chron-
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55: 30 ( 2009) ． http: / / chronicle．com / free /v55 / i30 /30b00601．htm。又，这

是作者自译，本文未标注译者处均为作者译。
详情参见“The Digital Humanities Manifesto 2．0”，Digital Manifesto Archive，2009 年 6 月 22

日( 发表时间) 。https: / /www．digitalmanifesto．net /manifestos /17 /，最后访问时间: 2018 年 5 月 27 日。



Humanities) 的苏珊·施赖布曼( Susan Schreibman) ，就曾强调过数字人文
的跨学科性不仅存在于科研项目中，也在课堂教学甚至是学位项目的课程
设置中，而且需要参与者都具备对数字技能的理解和使用能力( 2016) 。
而另一位数字人文学者霍伊特·朗( Hoyt Long ) 也谈到了类似的观点: 成
为数字人文学者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开展一些跨学科的合作
( 2017) 。同时，数字人文中的“跨学科”指的不仅仅是人文与技术之间需
要开展交流，还指在人文学科内部知识生产以及地方与全球知识生产之间
要进行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瑞贝卡·瑞瑟姆( Ｒoopika Ｒisam ) 针对有关
数字人文近年来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数字人文与文化研究、性别研究、阶级
研究等方面产生的争论就提出，数字人文的跨学科研究必须突破关于理论
与实践之间的二元对立，同时必须将数字人文放置在美国 1980 到 1990 年
之间的学术背景之下，考察其出现的历史语境和意义，从而实现该学科的
多样性实践的真正意义。姜文涛也从文学研究学科史的角度对数字人文
文学研究的兴起进行了文献学的考察，指出数字人文的出现与发展与西方
近代文学以及作为大学学科体制的文学研究有密切关系( 56) 。这一点对
我们理解数字人文的跨学科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在数字人文的发展过程
中也必须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识，对数字人文产生及发展的社会语境要有所
认知，才可能真正地发展出适合中国历史、社会及学术语境的数字人文学
术范式。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西方数字人文发展的过程
充满了争议，而中国数字人文学界，如何在后发的时空框架中以西方已有
的经验为参照，发现中国语境中数字人文的核心问题及理论体系，建立中
国本土化的数字人文理论框架及实践路径，就成为比较视野下中国数字人
文发展探索的核心议题。

三、复数的数字人文

数字人文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 这个问题由芝加哥州立大学英语系
的凯瑟琳·菲茨帕特里克在 2011 年提出。她在《高等教育纪事报》( 2011
年 5 月 8 日) 上发文，以此问题来引出数字人文因其突出的可见性而从者
众多，由此引发了对之如何界定的众多分歧和争议。实际上，无论是前文
所谈到的布伦南、费什这样的基于印刷的传统学者，还是像苏真、泰德·安
德伍德、霍伊特·朗、艾瑞克·威斯科特和斯蒂夫·拉姆齐这样的数字人
文学者，或是像阿兰·刘这样的基于数字但非数字人文的学者，尽管他们
关于数字人文的观点不同，但都意识到了信息时代中的数字技术革命对学
术界及社会所带来的的整体性影响，并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学术界必须对
此影响作出反应。虽然 3 条批判的路径不同，但依然可以放在知识生产转
型这个过程中来看。凯瑟琳·海尔斯将之总结为在知识生产转型期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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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的学者和基于数字的学者之间一种充满张力的状态( Hayles 33－54) 。
其矛盾性是因为基于印刷的学者在印刷传统中所形成的研究方法和思维，

使之倾向于忽略数字媒介所带来的差异性; 而基于数字的学者要么不断地
努力向基于印刷的同事解释其数字项目的重要性、意义和价值，要么干脆
放弃了与基于印刷的学者的交流，而采取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更有意义的交
流。由此造成了双方之间的对抗和误解。

西方数字人文所面临的知识生产方式转型及其所带来的张力状态在
中国语境中同样存在。尽管这一趋势在“数字人文”这个概念被引入到中
国之前就已经出现，但中国数字人文发展却整体处在一个起步阶段( 陈静
59) 。一方面，中国学界与西方学界一样，对全球信息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
以及相应的大数据浪潮作出了自觉回应，但另一方面，尽管西方数字人文
兴起较早，对中国数字人文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我们依然无法以一
种西方模式来定义或者描述中国数字人文的发展历程和学术形态。这种
差异，一方面是因为人文与科技的互动以及跨学科研究自身在中西方语境
中存在着历时性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因为科学技术在具体人文学科中的施
用，需要根据人文学科自身的资源、问题和学科特点进行具体化、定制化和特
殊化。因此在面对如何发展中国数字人文发展的浪潮，如何在保持清醒的自
觉反思的同时，能有针对性地发展中国模式的数字人文理论与实践路径，就
成为了中国数字人文学界在深入开展数字人文同时所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数字人文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其先在的特殊性，

即文本与语言的特殊性。可以说，在中国或者说中文语境中，开展数字人
文研究的最大障碍之一是语言障碍。一是因为中文字符及文本有很多特
殊性，而目前很多成熟的数据库、文本数字化的基础手段( 比如光学字符识
别［OCＲ］) 、断词方法等都是基于像英文这样的拉丁字母语言的，因此造
成了在中文文本，尤其是基于古代汉语的古典文献处理上的很多困难。具
体举例来说，中文字符单字多字皆可成词，连断词这个在英文中并不那么
困难的问题在中文文本处理中都是首要问题。同时因为目前已有的方法
高度依赖于基于大量人工标注的大规模训练语料库或者专业词典，在发现
新词和新句的问题上还都是基于监督学习方法，这些都造成了在用数字手
段和计算 方 法 处 理 中 文 文 本 上 需 要 进 行 专 门 的 基 础 技 术 研 发 ( Deng
6154) 。这些技术难题也成为了中文语境中的数字人文研究深入开展的困
难。此外，另一障碍则体现在主要的计算机基础编程语言都是英语，这就
促使学习编程语言，尤其是人文学者学习编程语言本身就有一定的门槛，

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举例来说，作为计算机存储符号的二进位形
式的 Unicode 用一个字节就能表示一个英文字符，但表示中文字符则需要
3－4 个字节。虽然常用汉字不过 3500 个(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 ，但事实
上汉字多达近 10 万，3 个字节不足以表达全部汉字，因此中文的超大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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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是用 4 个字节来表示的。而目前最常被用的关系型数据库 MySQL 的
UTF－8 编码实际上只支持 3 个字节，导致很多特殊中文字符无法被识别，

也无法出现在 MySQL 支持的中文数据库中。而 MySQL 直到其软件发布
的 15 年后，即在 2010 年才发布了一个“utf8mb4”的字符集来解决这个问
题。如果像后者这样困难，人文学者或许可以通过个人学习克服，但前者
的难度则往往超越了人文学者的专业知识和个人能力的边界，而更加要求
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这一方面要求中国的数字人文学者在开展相关研
究中，必须意识到技术上我们与西方数字人文学界有着巨大差异，像前文
提到的 TEI 编码倡议在中国事实上就很难开展。当然这一方面因为 TEI
并没有真正进入中文文本处理的实践领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TEI 一定程
度上并不真正适用于中文文本的处理。此外还因为 TEI 出现及盛行的
1990 年代中后期和 2000 年代早期，中国数字人文尚未得到全面发展。但
就目前而言，除了计算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图书馆学等偏向基于技术研发
的学科，在处理中文文本时会有专门的一些技术方法和软件外，大部分人
文学科的学者还尚未能真正掌握专门的文本处理和计算方法及技术。可
喜的是，这两年像 Ｒ 语言和 Python 语言这样的编程语言的流行和普及，也
为人文学者开展自主的文本处理研究提供了机会和可能。比如王涛就用
Python 语言编写代码，对《德意志人文志》这套工具书进行了结构化处理，

并进行了基于统计的人文研究，产生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数字史学研究成
果( 148) 。而台湾大学数位人文研究中心的“DocuSky 数位人文学术研究
平台”①也针对人文学者的特殊性和个人研究需要，整合了多种工具，为人
文学者进行个人文本的格式转换、标记与建库、探勘与分析以及视觉化、
GIS 整合等学术研究提供了助力。

其次，我们还必须承认，虽然在过去 3 年间，“数字人文”作为一个特定
领域的发展，在中国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各种会议、文章和讨论呈井
喷之势，却并没有如在西方语境中那样引发巨大的争议。尽管有一些警惕
数字人文的文章出现，但目之所及，很多文章都是在为数字人文叫好。理
解此现象，我们并不能就简单认为中国语境对于数字人文更为友好或者更
为宽容，事实上这更多的是因为数字人文在中国学界并没有像在英美社会
中那样“强大”或者“威胁”传统研究范式，故而没有能引起更大范围内的
讨论和争议。尤其是我们将其放置在中国的科学技术传统之中，就会发
现，对于技术的盲目迷信与无知往往也会导致一种无反思性接受。如许煜
在“数码化时代科技和人文的契机”中所论及的，如斯蒂格勒所述，技术与
文化的互动在欧洲哲学中是被压抑的，但同时也有着一种连贯性。而在中
国，因为科技是由外输入的，所以有关现代科技的哲学诠释是缺席的，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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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中国可以像美国一样加速发展技术，甚至超越美国，因为在中国，技
术发展是几乎没有阻力的; 在美国，当一种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 如克隆)

就会有一个伦理小组来制衡它，但这在中国却是另一个故事”。由此，许煜
提出，“因为这个特殊的语境，我们必须谨慎地思考这样一个‘人文危机’，

而不只是一窝蜂地去追逐数字人文、网络文化等在西方已发展起来的学
科”。在此，我并不想对徐煜对于中国科技哲学的评述做过多评述。但我
想说的是，他的论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人文学术界对数字技术
及相应的问题普遍缺乏批判与反思能力。由此，我在此处指出的是中国及
中文语境对于技术的某种“宽容度”恰恰是因为对科技的“不讨论”( 许
煜) 。这种不讨论并非是说不论及科技，而是说，对于科技本身的探究并不
深入。仅就数字人文领域而言，尽管这几年来相关研究和论文日益增多，

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图书馆及出版等领域。而文学、历史、哲学及艺术等领
域中的学者涉及较少，特别是具体参与一些技术性工作，能懂得软件及代
码编写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这一点与西方数字人文群体相比，差异比较
明显。当然，人才的培养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从深层来看，更重要的是人文
学者普遍对于科技的无知与无感。尽管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关于互联网
对于学术研究及写作的影响，已经有颇多讨论，例如网络文学、新媒体、数字
文化等之类的研究题目俨然蔚为大观，但很多时候研究者对于像数据库、文
字处理软件、互联网这样的数字技术及相关软件的认知还存在不足，将之看
待为一种“中立”的工具或者单纯的数字产品，而对技术内在的深层运作机
制、技术原理、逻辑方法、意识形态和伦理问题还缺少认知和批判性反思。尽
管这种技术中立论的观点并非存在于某一特定语境，但就对新媒体、互联网
和软件的相关研究而言，中文研究成果较之英语世界尚显得比较单一。

数字人文学者就一定对技术有感了么? 未必。事实上很多从事数字
技术的人未必会对数字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偏见、意识形态以及伦理问题有
足够的认识。数字人文中具有技术优势的学者往往会强调技术的重要性，

以至于对某种算法或者模式推崇备至，似乎在建设一个行业壁垒，并没有
考虑到人文研究所具有的特殊性，即更高、更快、更有效并非适用于解决人
文问题。这种情况也正是本文开始所谈到的一些有关争论的关节点。在这
点上，阿兰·刘对西方数字人文学界此类问题的批评在中国也已经存在:

一方面，数字人文学者担心这个领域太工具［……］; 另一方面，

数字人文学者们又担心数字人文不够“工具化”，无法与有些工程领

域相比，在其领域中，工具性彰显了“创新”和“建造”。( 2015)

中国数字人文学者在适用于人文学科的工具性建造问题上尚未形成
蓬勃之势，但也出现了类似的两难问题。数字人文学者有时也会有意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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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工具化”的问题。比如为了获得更多发表机会、更大范围的认同和
降低理解难度，数字人文学者往往强调研究对象、算法模型和结果，而对像
数字化、数据库技术有效性、数据格式及清理等前期准备过程中大量看似
繁琐实则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一笔带过。然而，数据结果呈现效果往往取决
于这部分的工作。

第三，基于中文的数字人文网络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有益且
具有影响力的成果，但目前中国数字人文发展中技术导向模式比较明显，

而“学术问题意识”尚有所欠缺。
近 10 年来，很多团队针对大量有学术及商业价值的数据资源被重复

建设，而看似不那么有价值或者开发难度过大的资源却长期被忽略的情
况，建立了多个资源平台，开放或半开放给公众使用。在其中比较具有代
表性的除包弼德亲自领导的哈佛大学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 ①外，德龙( Donald Sturgeon) 创办的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Chinese Text Project) ②、法鼓文理学院经营多
年的“中华电子佛典”数据库③、荷兰莱顿大学魏希德 ( Hilde De Weerdt) 教
授与 何 浩 洋 博 士 研 发 的 线 上 古 典 文 献 阅 读、分 析 工 具 “码 库 思”
( MAＲKUS) ④、台湾中研院的时空地理数位人文研究平台、台湾政治大学
古籍数位人文研究平台、上海图书馆“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⑤、
中华书局“籍合网”⑥、搜韵网⑦等等。这些平台都在对文献进行了一定的
前期积累的情况下，开发了适合人文学者使用的工具和工作环境，不仅是
像之前的传统数据库那样可以查询，还允许用户与数据库进行互动，部分
还提供了应用程序接口，使得其他数据库和系统可以方便地调用其中数
据，并灵活地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但基于平台的研究和有影响力的成果尚
没有大规模出现，人文文本数据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数据规模、体量上，其
实并不如科学数据那样庞大。而与此同时，图书馆、博物馆或者档案馆等
机构在建立数据库方面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因此，目前中国数字人文的
发展主要还是以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计算语言学、图书馆学等技术方面
比较具有优势的学科主导，主要的论文发表还是集聚在这些领域，而向历
史、文学、艺术、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渗透得并不深入。但正如朱可所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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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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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见“中 国 历 代 人 物 传 记 资 料 库”(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 ) ，https: / /
projects．iq．harvard．edu /cbdb /home。

详情见“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Chinese Text Project) ，https: / / ctext．org /。
详情见“中华电子佛典”数据库( CBETA) ，http: / / cbeta．org /。
详情见“码库思”( MAＲKUS) ，https: / /dh．chinese-empires．eu /markus /beta /。
详情见“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http: / /data．library．sh．cn / index。
详情见“籍合网”，http: / / ancientbooks．cn /。
详情见“搜韵网”，https: / / sou-yun．cn /。



的，数字人文想要成为一种普遍的、深入的研究范式，成为传统人文研究的
有益补充，产生一系列具有同样有效且影响深远的成果，就必须要以研究
问题优先。对此，中国学者也有着比较明确的认识，比如史睿曾撰写过系
列文章，对古籍数字资源存在的问题以及文史学者面临的困难进行了说
明，提出古籍数字化建设需要人文学术研究者的积极参与( 11; 28) 。而数
字人文也算得上顺势而为，台湾数字人文先驱、资讯工程系特聘教授项洁
就曾经描述过从数据库建设向人文研究转向的必然性:

1995 年我开始规划并执行台湾大学的台湾史料与藏品的数位典

藏工作，这也是在技术上，将新的科技媒体与传统类型史料结合的开

始。这项工作进行 10 年后，我们累积了相当数量的高品质的数位史

料，但是我的不安也越来越深。我开始思考，到底如何才能运用资讯

科技，在庞大的数位史料基础上从事历史学的学术研究。闭门造车 10
年多后，才发现在国际已经隐隐约约有一个类似的学问浮现，这就是

“数位人文”。近 10 年来，我找到了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均

是被数位人文所隐含的可能性深深吸引，也做了不少相关的研究工作。

从此描述也可以看到，数字人文从资源建设转向问题研究是一种必然
趋势。要形成中国数字人文的研究方式，就必须从人文学科发展的自身理
论资源出发，从一种方法的借鉴和价值的判断回到学理建构。尤其是中国
目前正处于数字人文的蓬勃发展期，正在从以数字化方式进行人文资源抢
救、整理为主转向以数据驱动的学术研究主导，因此在这个时期必须更好
地实现资源整合，并能最大程度地支持人文学术研究，以问题导向来驱动、
指导、参与数字资源建设，这样才能对中国数字人文发展的未来大有裨益。

第四，亟需提倡“数字人文”框架下的跨学科合作。跨学科合作之于
数字人文研究的核心作用，西方学者已经讨论了很多，虽然在这个问题上，

西方数字人文界也存在一定的难度，但就跨学科研究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
而言，中国数字人文想要突破学科边界，难度更大。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大
学的院系本身是以学科为主，所有的考核和成果都强调学科导向，跨学科
成果的认定存在困难;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资源的分配和各类扶持政策多以
专业或者院系为主，而跨学科研究项目较难获得资助。回顾中国数字资源
的建设，数据库建设多为国家或者商业经费，参与学者则主要是集中在图
书馆、情报及出版专业，人文学者参与不多或者说并不占主导地位，主要原
因之一就是数字资源的建设必须要求团队作战，而文史哲学者则更习惯于
单打独斗。其次则是因为图情及出版专业有着先天的学科优势，数字图书
馆与数字学术在图情及出版专业都有着较长的历史，且成果斐然。再则就
是因为长期以来人文学科单个项目的资金有限，而数据资源的建设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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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代价高、劳动密集，单个学者或者小规模团队往往力不能逮。然而，西
方数字人文学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却是作为后发的中国数字人文学界或
许能避免的，尤其是在目前国家大力提倡“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政策的
前提下，是否可能借势推动科学技术与人文的结合，从而实现数字人文跨
学科快速、顺利地发展，也未必没有可能。在当前建设“新文科”的倡导之
下，利用政策红利，来呼应新文科战略的“求变”策略，有望实现科学技术
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度融合，以科学的求真性、可验性和可重复性来推动
人文科学研究的科学化发展，同时以基于数字技术及人工智能的新技术、
新方法和新工具来回答新时期人文社会科学问题，并拓展人文社会科学在
新时代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与此同时，数字人文的跨学科路径突破还有可
能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实现。尤其是新时代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兼顾多
科学面向，在具备基础的人文社会学科、自然科学素养、艺术素养的同时，

还要兼具数字素养、批判思维和创新素养。数字人文强调理论性与实践性
的结合，要求以创新思维突破学科边界来解决与研究社会问题，因此也强
调多种理论、能力与技术的融会贯通; 以问题为导向来选择工具及方法、以
创新为方向来寻求发展路径。在综合型人才的培养上，数字人文强调“数
字”所指涉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使用编程语言进行文本计算、数据库搭
建，也包括利用和开发软件开展相关研究，这就要求数字人文实践者不仅
需要会使用一定的科技方法来进行人文知识研究、知识传播与管理，还需
要介入科学技术的实际研发中去，参与到更具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的科学
技术发展实践中去。可以说，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新文科”发展需求，

数字人文无疑指出了一条可能且可行的发展路径，而数字人文相关会议和
课程的日益增加也体现了学界的一种自觉性响应，如何进一步推动并将数
字人文与“新文科”发展战略实现深度的融合，以更高的战略性角度来思
考数字人文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路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人文，从而
更好地助力于“新文科”战略在理论体系创新和专业改革中的实施力度与深
度，成为了数字人文发展的重要命题和时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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